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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

學術研討會

● 任劍濤

一　會議機緣

2001年8月23-25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舉辦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是思想史意義的「自由主

義與中國」。與會的有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大學機構的30餘位學者。

這次會議因緣而成。一方面，正如會議開幕式上致辭的香港中文大學副校

長金耀基教授幽默地點出，與會者是抱z與天氣一樣熱烈的心情，討論一個學

術界的熱點話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下國內以及西方的社會政治生活狀

況，促使人們關注自由主義話題。

二　源流辨析

對於漢語學術界來講，一涉及到自由主義這樣的現代政治哲學話題，就不

得不先行處理這種政治哲學理論與中國悠久而深厚的政治文化傳統的關係問

題，同時也不得不疏理在自由主義的原生地西方社會淵源深厚的理論脈絡。於

是，關於自由主義的源流辨析，即對於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的辨析，便成為漢

語學界討論自由主義與中國話題的重要理論問題。

這次會議的與會者正是沿z這兩條線索來探討自由主義的源流問題。一條

線索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西方源流辨析。這是由自由主義誕生於西方社會所

決定的。與會者在討論中強調，漢語學術界必須在弄清楚原生的西方自由主義

的來龍去脈的基礎上，才可以結合漢語文化語境，探討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建

構問題與現實實踐訴求。因此，與會者在討論中對於西方從古典自由主義到

新自由主義關注有加。對於十九世紀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尤其是羅爾斯（John



88 百年中國與世界 Rawls）的自由主義理論，更是傾注了理論熱忱。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

於第三種民主的言述，也成為與會者評論自由主義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的參考

框架。

二是自由主義理論的中國源流辨析，這可以說是本次會議的中心論題。這當

然與會議組織者和與會者共同的、強烈的中國關懷有關。這一問題實則可以換轉

為二：一是清末民初之前，中國傳統思想中究竟是否存在自由主義思想資源；二

是清末民初之後，自由主義在漢語文化語境中的文化傳統源流問題。就前一論題

而言，與會者在「中國思想史與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的題旨下面，加以了集中探

討。台灣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昌龍專門考察了明清之際中國「近代」新自由

傳統的建立。他以李卓吾思想為例，指出當時中國已經形成系統性的「近代自由傳

統」，走出了內在自由之作為中國自由傳統的唯一關懷境地，使得儒學具有了包括

政治管理、生存能力、經濟獨立等在內的形體自由設計。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孝悌則論析了十八世紀中國皇權與禮教之外的自由傳統。他以

樂利主義為自由的言說軸心，論述像袁枚等人伸張的飲食男女問題具有的私域自

由義涵。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金觀濤、劉青峰教

授分析指出，胡適和戴震的哲學方法有驚人的一致性。他們認為戴震之所以能夠

尖銳批判宋明理學「以理殺人」的指責，不僅是由於明末以來對於情理的申述，更

在於他對個體經驗的重視，這些與自由主義有z旨趣上的一致性。他們並通過

這一比較得出結論：中國式自由主義的核心乃是一種「常識的個人主義」。另外，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天綱、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

究員潘光哲、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鄧志峰，也分別從清代中西思想

交匯、「知識倉庫」、晚明王學等視角對於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進行了挖掘。

與會者在探討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的同時，更對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自由主

義思想演變關注有致。這種關注的焦點投射在兩個問題上面：一是關乎中國自

由主義發生學的清理，即具有關鍵意義的「五四」與自由主義的關聯性問題；二

是關乎中國自由主義發展的「系譜」建構問題。前一點其實是一個可以作放大處

理的問題域。與會者通過對於「五四」前後時期中國思想界的多元考察，勾畫出

從嚴復引介自由主義進中國到五四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的發生發展情形。台灣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克武對於嚴復傳輸自由主義的思想特點做了

分析。他指出嚴復「一方面譯介、宣傳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則誤會、批判西方的

自由理念，因而形成了一個有異於西方模型的中國式自由主義」。而嚴復這種試

圖結合東西價值、混合西方的積極自由與中國的利他觀念、愛國心與追求富強

願望的思維方式，對於此後中國的自由主義論說產生了極大影響。廣州中山大

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則以《努力》周報為例，考察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貢獻與失

敗。他對於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處於嚴重的社會思想分化氛圍中的、以胡適為

核心的一批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引介與宣傳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自由主

義者的z眼點在於申述原則，而匱乏行動能力。這注定了他們的失敗。值得特

別提出的是，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院的高力克教授對於杜威（John Dewey）與「五

四」新自由主義關係的分析、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童世駿對於李大釗與穆勒

（John S. Mill）思想關係的剖解，都讓我們了解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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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言說的複雜關聯性。其他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義章對「五四」時期

胡漢民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台灣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梁台根對胡適思

想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探論、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對胡適與陳獨秀關於

自由立場差異的分辨、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楊對於救亡、馬克思主義與現

代性在中國傳播方式的疏理，也都對於「五四」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的全景描摹，

具有幫助。

至於中國自由主義現代傳統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一個歷史呈現的問題，

同時也是一個當代勾畫的問題。前者是說在思想史上確實顯示了一個中國自由

主義言述的連貫線索。後者則是說我們對於前一線索需要進行理論清理，以便

對於自由主義的中國言說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因為如此，

後者成為這次會議的中心論題之一。從線索上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章清致

力於建立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的「系譜」。他以自由主義的「中國化」為軸心，一

方面勾勒出自由主義的中國言述線索，另一方面則對這種言述的問題意識進行

了串聯，使得人們可以對處於傳統與現代、批評與建設的緊張關係中的中國自

由主義言述，有一個歷史大印象。從主題上看，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丘

為君則致力於凸顯圍繞「權威與自由」關係而延續的中國自由主義近代歷程。他

從個人意志與集體意志、自由與倫理兩個視點，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言述之無法

健全處理權威與自由的關係，表達了他的遺憾之情。在同樣的論旨下面，中國

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王焱對於近代中國的兩種自由傳統做了分疏，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允起對於現代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加以

了論道，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中江則花了紮實的功夫，圍繞

《觀察》周刊，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認同及其困境做了分析，對於自由主義者的理

想主義與精英主義取向，以及自置於政治事務之外的行動方式進行了批評。

三　東西差異

歷史源流的分疏背後，當然潛蟄z理論分辨問題，而這種理論分辨又因為

分別被安頓在中西社會文化背景中，不得不使研究者高度關注它們各自的理論

邏輯。因為，如果不清楚它們各自的理論邏輯，以及這一邏輯背後的實踐指

向，就既會混淆中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理論旨趣，又會混淆中西方自由主義不

同的社會處境，尤其是難以明瞭中西方社會「自由主義何為」這一大問題的答

案。對於自由主義的這種理論處境，這次會議的部分論者有一種理論敏感。他

們從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問題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近況兩個視角，探討不同

社會處境中的中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問題。

自由主義在西方社會背景中、以及在西方社會政治理論架構中的論證問

題，一直是一個影響西方主流社會發展的重要話題。這中間有三個必須予以重

視的具體問題：一是自由主義（尤其是政治自由主義）據以成立的中立性原則的

證立；二是引起廣泛反響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所採取的進化論論證進路是否成

立；三是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秩序與科學理性是互補還是顛覆關係的關聯性



9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問題。恰好在這次會議上，三位專家分別對此做了論述。香港中文大學哲學

系教授石元康指出，以往自由主義理論家總是想一方面迴避主觀主義和懷疑

主義，另一方面又想證立自由主義的中立原則。他認為這樣不可以證立自由

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只有從主觀主義或懷疑主義出發，自由

主義的中立性原則才有證成的空間。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錢永祥則強調，像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那樣以進化論的進

路陳述自由主義，是不妥當的理論選擇。因為演化論的推論對於自由主義所

必須堅持的底線——道德個人主義會構成威脅或傷害，演化論注重的是物種或

群體的演化、適應、存活、或則滅亡。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

克艱對於人們慣常的對峙科學理性與進化基點上的自由秩序加以了批評。他指

出波普爾（Karl Popper）基於科學哲學研究而申述的「批判理性主義」與哈耶克基

於自生自發秩序申述的「進化理性主義」之間，並沒有一種對峙性關係。他從

玻爾（Niels H. D. Bohr）的互補觀點出發，指出了二者間的協調性。與會者對

於三位學者的論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意見各有不同，但是都肯定他們的理論

嘗試。

與西方社會處境大不相同的中國社會，自由主義在中國當代思想界的理論

求索過程中，已經成為引起知識界共同興趣的話題。但是，猶如與會者將眼光

投向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時具有差異很大的分歧一樣，他們對於當代情景

下中國自由主義理論言述的邏輯定位問題，既有很大的研究興致，又有相當歧

見。從二十世紀90年代末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z眼，上海師範大學

歷史系教授許紀霖撰寫了長篇論文，討論兩種自由與民主，並反思「自由主義」

與「新左派」的爭論。他將前者視為西方語境中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合法繼承者，

將後者視為西方語境中的共和主義民主的合法繼承者，而他申述一種基於哈貝

馬斯的程序主義民主基點的民主新模式，以避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偏

頗。廣州中山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教授任劍濤則認為，由於中西方社會處境

的巨大差異，我們申述自由主義的理論原則時，不能落到單純的西方語境之

中。他主張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定位應當落在今天中國人看似不太完美的

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基點上，而不是落在看似完備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基點

上。許、任的不同主張，引起與會者的不同反響，各有其衷心的贊同者和激烈

的批評者。

四　實踐期待

兩岸三地學者聚首一堂討論「自由主義與中國」的話題，可以斷定，這些學

者不只是為了鍛煉自己的智力。在理論探討背後的深厚動力，就是自由主義在

中國的社會政治實踐。可以說，對於自由主義的實踐期待，比之於對自由主義

的理論興致來講，要顯得強烈。所以，與會的相當部分學者，對於自由主義的

實踐問題表現了高度關注。這類關注，大致關乎三個具體論題：一是自由主義

在中國大陸地區實踐的失敗教訓總結，以及自由主義在當代台灣的相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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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經驗歸納。二是自由主義實踐中需要處理的與傳統政治運作方式的關係問

題。三是自由主義在當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踐有效性的檢討。

從第一個方面來看，中國自由主義實踐史的回顧，乃是一個一切為二的問

題：失敗教訓史與成功經驗史。前者可以分為1949年前與1949年後兩個時段來

觀察。1949年前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欠缺成熟，既可以從前述論者的分析看出，

也就可以解釋他們無以影響當時中國政治進程的原因。1949年後，自由主義在

大陸成為「毒草」，就更是徹底喪失了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的可能性。關於這一

點，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通過對於1949年後知識份子的改造，做

了事實描述與歷史分析。關注這一論題，更多論者將後一方面的蘊涵做了相對

深入的開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賀照田舉出深刻影響了台灣

自由主義思想與實踐的重要人物——殷海光所著的《中國文化的展望》，藉以分

析自由主義的中國言述與政治實踐所面臨的諸難題。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薛化元則以台灣著名的行動派自由主義者——雷震為例，重述自由主義在台灣

實踐中的周折，以及帶給人們的自由民主憲政設計的重要性。台灣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張世雄則將問題坐實，以台灣的社會政策為例，考察分析自

由民主在台灣成功實踐後處於一個新社會格局中所面臨的新問題。

從第二個方面來講，自由主義實踐中需要處理的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關聯性

問題（如德治），也引起了一些與會者的注意。在大陸政治情景中發生的「以法治

國」與「以德治國」並舉企圖，推動學者去探討「現代德治如何可能」的問題。就

此，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少明圍繞法律的道德價值、道德評價與法律規

範，對於現代德治的條件進行了清理。

從第三個方面來說，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社會的主流政治言述，在當代

西方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效用究竟如何，是一個需要再次檢驗的問題。與會的部

分論者對此懷抱不無益處的警覺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

博士提醒人們，注意作為權力集團崛起的跨國公司存在的消解人們自由的危險

性，並勾畫了一個從國家—個人、到公司—個人的限制自由的演變過程，進而

提出以國家限制公司，以保證公民自由的思路。

與會者對於自由主義的強烈價值籲求與實踐效用推崇，可能蘊涵z某種我

們應當警惕的偏向。因此，對於這一話題保持清峻的理性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如此，批評的聲音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言述與中國實踐乃是極其重要的事情。

一些前輩學者告誡年輕學者，不要落於虛玄的自由主義辭藻的怪圈，要追求真

正的深刻思想。金觀濤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這次會議具有多學科對話的特點，

初步揭示了中國現代思想與傳統的連續譜系；這個課題尚需更深入的研究。這

次會議的討論氣氛十分熱烈，與會者一致指出，討論時間太少，使許多大家共

同感興趣的問題沒能展開深入討論。為此，陳方正所長提出，這樣的會議在今

後每兩年召開一次，歡迎兩岸三地學者繼續深入研究、認真討論。

任劍濤　廣州中山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教授


